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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背景  

《庄子·寓言篇》在《庄子》书中具有比较独特的意义。它开篇即提出“寓言十九，重言十

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这与《庄子·天下篇》所谓“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

寓言为广”颇为一致，义蕴相通。就像《天下篇》虽然认为“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

语”，但却通篇都是“庄语”一样，《寓言篇》虽然劈首提出“寓言”，但其讨论“三言”

（即寓言、重言与卮言）的方式、语调都是“庄语”。特别是，《寓言篇》中有一段庄子和

惠子关于孔子的对话，也是以“庄语”形式表达的。原文如下（暂不加标点）： 

庄子谓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

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庄子曰孔子谢之矣而其未之尝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复灵以

生鸣而当律言而当法利义陈乎前而好恶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

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这段对话在《寓言篇》，甚至在整部《庄子》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与意义。因为，它对于后人

正确理解和把握庄子的孔子观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只有准确、深入理解庄

子的孔子观，才能全面、深刻理解和把握庄子本人的思想内涵。 

 

（二）几种观点述评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和解释上述对话呢？前辈时贤从句读到文义的理解都有较大差异，这里

首先评述三位学者具有一定权威性和代表性的看法。陈鼓应先生对上述对话作了如下标点： 

庄子谓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

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庄子曰：“孔子谢之矣，而其未之

尝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复灵以生。鸣而当律，言而当法，利义陈乎前，而

好恶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

乎！吾且不得及彼乎！”[1] 

这个句读的关键在于“孔子云“部分。显然，陈鼓应认为，自“夫受才乎大本”至“定天下

之定”这些话都是孔子所说的。但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即前文刚说“孔子谢之矣，而其未

之尝言”，也即孔子未尝说过什么话，但现在紧接着又说孔子如何如何说，岂非自相矛盾？

退一步讲，即使后面的话是孔子说的，那么又该怎样理解孔子的话呢？陈鼓应是这样翻译

的：孔子说：“不从自然禀受才质，伏藏灵性而生，发出声音应合于韵律，发出言论当合于



法度，利义陈于当前，而好恶是非的辨别不过服人之口罢了。要使人心服，而不敢违逆，确

立天下的定则。”但这个译文也是有问题的、让人费解的。首先，句首所谓“不”从何说

起？原文所谓“夫受才乎大本，复灵以生”本是肯定句，何来否定？细嚼译文，方知陈氏为

了表达后文“服人之口”与“使人心服”之间的“对立”才在句首加上否定词“不”。但问

题是，“服人之口”与“使人心服”的原意、本意一定是“对立”的吗？即使是对立的，把

“不”放在句首也过于牵强、别扭了。另外，假使是对立的，那么，“口服”与“心服”的

意旨何在呢？是针对什么而言的呢？它与庄子和惠子之间的整个对话又有什么内在关联呢？

对话的本意和基调是谈论孔子、评论孔子，如果说中间插入孔子关于“口服”与“心服”的

对立言辞，显然是背离原意、走调了。所以，陈鼓应的句读与译文都是有问题的，是不能成

立的。 

崔大华先生在其《庄学研究》一书中也对上述对话作了解释。他对那段原文的标点与陈鼓应

的几乎完全一致： 

庄子谓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

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庄子曰：“孔子谢之矣，而其未之

尝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复灵以生，鸣而当律，言而当法，利义陈乎前，而

好恶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

乎，吾且不得及彼乎！”[2] 

从上可见，崔氏标点与陈氏标点之间的差别只在于把“复灵以生”后面的句号改为逗号，把

“已乎已乎”后面的感叹号改为逗号，因而可以暂且不计。那么，崔氏是怎样理解文义的

呢？他说：“可见，在庄子心目中，孔子是个有极高德行的人，他的行为已超越小智小故而

与时俱化，他不是以利义是非的外在标准，而是以出乎‘大本’的高尚人格去感化人。庄子

完全诚恳地承认，孔子的道德力量是自己达不到的。”[3]由此看来，崔氏似乎也认为“口

服”与“心服”之间是对立的，具体表现为“利义是非”（出于“外在标准”）与“高尚人

格”（出自“大本”）的差别。但根据崔氏本人的句读，“大本”与“利义是非”、与“口

服”之间是连贯的、肯定的；而“大本”与“心服”之间倒是有句号隔断。这样，又何以厚

此薄彼，用“大本”来肯定“心服”而去否定“口服”呢？另外，如果说在庄子心目中，孔

子是以“大本” 的高尚人格去感化人，那么，所谓“受才乎大本”等话语就应该是由庄子

本人亲口说的，是对孔子的赞叹、感叹，而不是间接“引述”孔子的话。不然，在逻辑上是

难以自圆其说的。这个问题留待后文作进一步的探讨。  

钟泰先生认为，自“孔子云”至“吾且不得及彼乎”的句读，应当如下： 

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复灵以生。鸣而当律，言而当法。”利义陈乎前，而好恶

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下。已乎已乎！吾且

不得及彼乎！”[4] 

对于上述句读，钟泰的解释有三个要点：其一，所谓“夫受才乎大本，复灵以生。鸣而当

律，言而当法”，乃是孔子的“为学大纲”；其二，所谓“利义陈乎前，而好恶是非，直服

人之口而已矣”，乃是庄子用来讽刺惠子的话；其三，所谓“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至

“吾且不得及彼乎”，乃是“庄子叹服孔子之辞，发乎中心之诚”。[5] 对于钟氏这三点看

法，笔者只赞同其中最后一点，前两点则不敢苟同。其一，何以判定“夫受才乎大本，复灵

以生。鸣而当律，言而当法”是孔子的“为学大纲”？对此，钟氏并没有给予充分的、必要



的论证。这是颇为遗憾的；其二，如前所述，庄子和惠子的整段对话都是围绕孔子而各抒己

见的。所以，如果说其间又掺杂着庄子对惠子的讽刺，这就脱离、违背了这段话的语境，因

而是不合原意的。 

 

（三）新的解读 

 

由上可见，要想准确理解和把握庄子和惠子上述对话的基本内涵，一个首要前提就是要把握

好对话的基本语境，即庄子和惠子都是围绕孔子而各抒己见。其中并不存在“孔子云”的情

况；同样，也不存在脱离孔子议题而别有所指的话。而上述三种看法，正是在这两个地方理

解错了，从而相应的标点和断句也就弄错了。所以，对于整段原文，可以重新作如下标点： 

庄子谓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

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庄子曰：“孔子谢之矣，而其未之

尝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复灵以生。鸣而当律，言而当法。利义陈乎前，而好

恶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 [6]，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

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这里主要解释对话中后半部分的标点及文义。第一，所谓“孔子云夫”表示一种反问。其中

“夫”乃句末语气词，表示反诘 [7] 。意谓“孔子说过吗？”，实指孔子未曾说过，即前

文所谓“其未之尝言”。第二，所谓“受才乎大本，复灵以生”，其中“才”即指人的才

质、天资。“大本”即指天（自然）、天道。“灵”即灵性。整句话的意思是：从自然禀受

才质，蕴含灵性而生。这是庄子的一种人性自然观。庄子推崇自然，认为自然本性就是一种

理想状态、一种人性的本真状态。第三，所谓“利义陈乎前，而好恶是”，其中“好恶”指

对于利义的好恶，即关于利义的辨别和抉择。“是”则表示好恶判断正确。第四，所谓

“蘁”，陆德明《经典释文》：“蘁，音悟，又五各反，逆也。”《汉语大字典》也解作

“违逆”之意。第五，所谓“立定天下之定”，前一个“定”作动词，表示确立、确定；后

一个“定”作名词，表示法则、定则。“立定天下”之“立”与“坐定天下”之“坐”，在

语法上相同，都表示动词“定”的状语，用来形容为效迅速而不费力。据此，原文可以翻译

如下： 

庄子对惠子说：“孔子行年六十而与时俱化，始时认为对的，终而又否定了。不知道

现在所认为对的，不就是五十九时所认为不对的！”惠子说：“这是因为孔子励志用

智的缘故。”庄子说：“孔子已经弃绝用智了，但他没有说出来。孔子说了吗？他从

自然禀受才质，蕴含灵性而生。所发声音合于韵律，所发言论合于法度。利义摆在面

前，他的所好所恶正确而恰当。这不仅使人口服，而且使人心服而不敢违逆，从而确

定了天下的法则。算了吧！算了吧！我还比不上他呢！”  

（四）进一步的阐释 

若进一步考究上述对话的义蕴，可以发现：第一，所谓“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若不拘

限于“六十”这字面意思，实质上，这是指孔子一生都是与时俱化，即如孔子本人所说：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

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第二，所谓“孔子谢之矣，而其未之尝言”，可能根据《论语·宪问》所记载的孔子与子贡

的对话：“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

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境界已超越了惠

子所说的“勤志服知”的阶段，是不能用一般语言来表达清楚的，所以孔子说“予欲无

言”。庄子或许因之而说孔子“未之尝言”。 

第三，所谓孔子“受才乎大本，复灵以生”，这是庄子从人性自然论出发，赞美孔子非凡的

天资、禀赋。实即赞美孔子从天道、自然中禀赋自然人性。《易传·系辞》云：“一阴一阳

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其间或有相通之处。 

第四，所谓“鸣而当律，言而当法”，这可能是根据孔子所说“法语之言，能无从乎”

（《论语·子罕》）。其中，“法语之言”即指严正而合乎原则的话。清刘宝楠《论语正

义》：“用正道告之，人畏义而服。”在庄子看来，孔子的言论就是“法语之言”，因此，

“言而当法”。 

第五，所谓“利义陈乎前，而好恶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即

指孔子关于利义之辨的思想，诸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

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以及由此体现出孔子的高尚品格和深厚德行，不

仅使人口服，而且使人心服。这正如孟子所谓“中心悦而诚服”（《孟子·公孙丑上》）。 

第六，所谓“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则表明了庄子由衷叹服孔子！应该说，这一

点是可以肯定的，也是值得注意的。之所以应该肯定，是由于这段对话是庄重的、严肃的对

话，是发生于庄子和惠子之间的对话，而惠子可能是庄子一生中唯一的至交 [8] ，因而庄

子在惠子面前流露自己对孔子的佩服之情是自然的、可信的；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尽管

在《庄子》书中有很多地方提及、论及孔子，但常常是作为寓言的对象出现的，并非真实的

孔子，因而也就不是庄子心目中的孔子形象。而惟独在《寓言篇》，庄子由衷地表达了自己

对孔子的敬佩之情，所以值得特别注意。 

有一种看法值得商榷。汤一介先生认为，在上述庄子和惠子之间的对话中，“庄周本意谓孔

子没有一定的是非标准，……所以老在变来变去”，并且，“庄周和惠施都批评孔丘” 

[9]。汤先生这个看法最初见于1983年出版的《郭象与魏晋玄学》，在1999年出版的《当代

学者自选文库· 汤一介卷》中也收录了这些文字，在2000年出版的《郭象与魏晋玄学》

（增订本）中同样保持这个看法。只是把“孔丘”改为“孔子”而已。[10] 如果庄子和惠

施都批评孔子，那怎么理解庄子在对话结束时自叹不如孔子呢？实际上，庄子和惠子都是称

赞孔子，而不是批评孔子。庄子说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即谓孔子思想一点也不僵

化，总是与时俱化。这与孟子称赞孔子“圣之时者”（《孟子·万章下》）可以说是完全相

通、甚至是一致的。难道我们能认为孟子是在批评孔子吗？惠子认为孔子之所以能够达到这

种境界，乃是因为孔子“勤志服知”的缘故。不过，庄子并不同意惠子这种看法，认为这只

是一般见识，对于孔子本人及其思想的理解还不够深入。所以，庄子说“孔子谢之矣”，即

表示孔子早已超越了“勤志服知”的阶段，而进入更高的层次了。所以，庄子最后感叹“吾

且不得及彼乎”，表明了自己是敬佩孔子的。 



总之，上述对话表明庄子和惠子都赞叹孔子，但他们之所以赞叹的角度是不一样的。相对而

言，惠子对孔子的理解不免显得见外了，而庄子的理解则可以说是深入到孔子内在的思想精

神了。庄子是基于自身一种深刻的体验才能对孔子作出上述评论并发出“吾且不得及彼乎”

的感叹！ 

（五）新问题及其启示  

值得注意的是，既然庄子感叹“吾且不得及彼乎”，那么，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庄子认为自

己不如孔子呢？比较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庄子是在哪个年龄阶段意识到自己不如孔子呢？这

是否又意味着庄子对孔子的理解和认识前后有不同的变化呢？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是否

可以套用庄子的话说“庄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呢？如此是否又意味着《庄子》内、外、杂

诸篇都有可能是由庄子本人及其弟子在不同时期共同编撰的作品，就像《孟子》一样，从而

并不存在什么“庄子后学的作品”呢？等等。这都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如果对这些问

题能获得一个比较恰当的理解和认识，那么对于《庄子》中的孔子形象或许就可以获得一个

比较积极而有意义的理解，从而对于庄子的内心世界及其哲学思想也许会有一个新的省悟与

认识。如此，就可以在一个新的视角上重新评述庄子思想与孔子思想的关系。这又势必涉及

到重新认识和把握所谓“儒家”、“道家”及其相互关系问题，以及重新认识和把握先秦思

想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共性与先秦诸子思想作为各个部分、个性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这

些问题既是老问题，又是新问题。说它老，是因为客观上这些问题早就存在，不依人的认识

所转移；说它新，是因为尽管后人慢慢意识到这些问题，但可惜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11] 

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是很明显的，现代高新技术更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而在哲学

史领域，则很难获得类似的认同感。这种相形见绌现象，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两个领域各有特

点而不具备可比性；但另方面，也不能不看到，在哲学史领域，尤其是研治中国古代哲学史

的，自解放以后，似乎很少提出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原创性问题，从而在思想上、哲学上也

就难有重大创获。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反思、检讨的问题！其中，也许特别值

得从解释方法及其指导理论角度去检讨！这一点，前辈时贤已做了不少很有意义的工作。[1

2]

20世纪后半期，从西方传入了现代解释学理论，吸引了国内众多学者，可以说引发了一种

“解释学热”。而且其温热程度至今未减。现代解释学理论当然是够新的了。但作为文本的

解释行为，却很早就存在了。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人即对当时流传的经典作出各种解释。

汤一介先生概括了其中三种不同的解释方式：第一种为历史事件的解释，如《左传》对《春

秋》的解释；第二种是整体性的哲学解释，如《系辞》对《易经》的解释； 第三种是实际

（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释，如《韩非子》的《解老》与《喻老》。当然，其中每一种对经

典解释的著作中也会包含其他类型的解释方法。[13] 汤先生这个观点值得注重，颇具启发

性。笔者认为，就先秦时期对经典的解释而言，是否可以概括、提出另外一种解释方法，我

尝试称之为生命化（性）的解释，如孔子所谓的“述而不作”。实际上，孔子对三代文化，

尤其是对西周文化、对周公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可以说就是一种相当成功的创造性转化、就

是一种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创造性解释。孔子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论语·述而》）这句话可以说是孔子对周公所作的生命化解释的最具象征性的表达！孟

子之于孔子也是如此。他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孟子·公孙丑上》）孟子作

为“亚圣”的一生，就是生命化孔子的有力体现！至于现代新儒家梁漱溟先生，其人其学，



也体现了一种生命化孔子的努力！[14]  

遗憾的是，在现代学者中，像梁漱溟先生这样以一种“生命化的解释”从事学术活动的人似

乎很少很少了。难怪美国学者艾恺称梁为“最后一位儒家”了！不过，笔者本人并不这样认

为。[15] 事实上，继梁之后，不是有所谓“第二代新儒家”、“第三代新儒家”吗？至少

我个人认为，杜维明先生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在其《体验边缘的问题》一文中，他曾说

道：“真正庄严的哲学探究（philosophical inquiry）是一种终身事业，一种‘道不可须

臾离’的宗教奉献”[16]、 “对我个人而言，儒家的心性之学不但是哲学思想而且是宗教

体验”[17] 、“实际上，如何作一个儒者即等于如何作一个真实和完整的人。只有在人性

的本质层，引发自觉的真义才是儒家体验之学的灵魂。”[18] 可见，杜先生对儒家传统的

解释，正是一种“生命化的解释”、一种创造性的转化。 

综上所述，“生命化的解释”与其说是一种纯粹的解释方法，不如说体现了一种精神境界、

一种终极关怀与生活方式。它是传统“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现代表现，是“践道”与

“论学”的有机统一。所以，如欲创建中国解释学理论，大力推进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促进

传统的现代转化，一方面，既要借鉴、吸收现代西方解释学理论，遵循现代学术规范；另方

面，更要全面继承与发展中国经典的传统解释方法，特别是“生命化（性）的解释”方法。

这是因为，“每一个哲学传统都有其自身的问题性（Problematik）、方向性和动力性，如

果我们忽视了儒家自身（此处可扩大为整个中国哲学传统——引者注）的问题性、方向性和

动力性，而用一套事实上已受文化约束的‘方法学’去支解它，分裂它，即使可以满足一些

理智的兴趣，归根究底还是无法使儒家的心性之学重新复现于今世。”[19] 因此，“在创

造地和批判地接受欧美现成的方法之前必须先建立自己的拣别标准。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发

展独立自主的学术精神。”[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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